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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6—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城市韧性的指标评价体系，测度并分析长

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然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且逐步趋于均衡，长株潭城市群城市韧性最高，环

鄱阳湖城市群次之，武汉城市群最低且波动最大；长江中游城市群所辖三个城市群均呈现“单核心+边缘城市”的空

间结构。不同的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呈现“椭圆形”层级结构且前者结构更加合理，武汉城市群呈现“正三

角形”层级结构且其内部城市韧性水平差距较大；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韧性水

平相似的城市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俱乐部”趋势；在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中，行政力、市场力、产业力对长江

中游城市群及所辖城市群城市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行政力、外向力、产业力和市场力具有一定的溢出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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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空间社会系统，自形

成以来便备受各种冲击，其中不乏自然冲击，如洪

涝、台风、地震等灾害，亦存在人类社会活动冲击，

如环境污染、森林破坏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城

市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扰动和未知风

险，导致城市系统脆弱性、复杂性增加及承载能力

下降，各类灾害风险无疑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城市的韧性，增

强城市对外界和自身风险的抵御能力，成为城市发

展亟待解决的瓶颈难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

推进，城市规模变得更加庞大的同时，城市系统也

更加脆弱。城市系统中任何子系统的破坏，都可能

会对整个城市系统造成严重威胁。如 2020年肆虐

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九省通衢”的武汉封城，其

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于 2019年 7.4%的增长率，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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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4.7%。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比于

2019年6.1%的同比增长率，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率仅为 2.3%；在国际范围内，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各国政府的平均财政赤

字率急剧上升，多国股市发生多次熔断，世界经济

局势紧张程度进一步加深，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城

市发展进程造成了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考察和

完善城市应对各种灾害冲击的韧性评价体系并进

一步分析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对增强城市韧性无

疑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韧性作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学界对其的认识和量化还处于概念界定和实践探

索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于韧性概念的讨论主要围

绕城市面对冲击实现适应性发展的各种能力的集

合，其中包括城市的适应、抵抗和恢复能力

（Meerow et al.，2016；邵亦文、徐江，2015）。近年

来，城市韧性评估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简单均衡

（Brown & Greenbaum，2017）到 多 重 复 合 均 衡

（Jabareen，2013），再到适应性循环的演化（Shi
et al.，2021），但尚未形成对区域城市群普遍适用的

科学客观评价方法。尽管学术界对城市韧性评估

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如何更系统、动态地认识城市

韧性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学术界对于城

市韧性的研究主要涉及灾害防控（郭小东等，

2016）、城市规划（Bruneau et al.，2006）以及地理学

领域（方创琳、王岩，2015）。灾害防控研究者认为

建立全面科学的灾害防控管理系统是增强城市韧

性的关键（Gencer，2013）；城市规划研究者认为通

过特殊规划和公共安全规划能达到防灾减灾的目

的，尤其关注基础设施在韧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

（Bruneau et al.，2006）；以城市脆弱性和复原力为研

究对象的地理学领域则更关注城市恢复工作。可

见，城市韧性研究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并且学科

融合趋势特征明显，其中研究范围涉及城市生态、

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这也为城市韧性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框架范畴。

2015年以来，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陆续出台，长江

流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明确提出，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

群协同发展，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

国重要增长极。如何深入理解这一国家战略的重

大意义，如何在协同发展中实现1+1+1>3的发展成

效，增强区域城市群及相关城市的抗风险能力，成

为学者研究的焦点。因此，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为例，在充分遵循指标选取科学性、合理性的基础

上，构建了更为层次分明的城市韧性综合指标评价

体系，并且从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中甄选了五个相

关指标，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考察其对

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所辖三个城市群城市韧性的影

响效应，以期为发展背景相同的区域寻求因地制宜

的发展路径及可行方案。

二、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说明

本文从多个维度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

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城市韧性发

展水平，其中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和

研究方法如下。

1.研究区域概况

根据2015年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

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范围包括武汉城市

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三个子城市群

及其所辖的 31个城市，为了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

与研究区域的可比性，本文将数据缺失较多的仙

桃、潜江和天门剔除，最终选择28个城市作为研究

对象①。“十三五”以来，鄂湘赣三省发展势头强劲。

据初步统计，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超9.3万亿元，约占全国的9.4%，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超过 60%。以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

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具

备了雄厚基础，完全有条件成为类似长三角城市

群、珠三角城市群的全国重要增长极。长江中游城

市群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说明中国

高度重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关注

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背

景下的极端重要性。

2.城市韧性评价框架

通过对前文关于韧性研究的讨论分析发现，以

往追求静态单一的测度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城市发

展需要。因此，本文在 Cutter 等（2008）、Burton
（2015）、孙阳等（2017）和白立敏等（2019）等人的研

究基础上，构建了更加层次分明的复合型城市韧性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本文将城市韧性分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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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层、目标层、领域层和指标层四个层次，并基于多

维性质的理解将城市韧性划分为经济韧性、生态韧

性、社会韧性和工程韧性四个维度，该维度是总体

层的基础；其次，对目标层的每个维度再次细化划

分标准，形成领域层；最后，根据上述划分标准，选

取与其极为密切相关的指标构建了指标层，试图较

为全面地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共计

26项指标，见表1。

经济韧性主要表现为城市的经济实力强弱和

稳定性。经济韧性是城市在危急中保护自己并保

持发展活力的能力，经济实力和经济稳定性体现了

为城市各系统提供保障的能力，其越强，城市在危

机过后恢复得越快，因而经济韧性主要表现为城市

的经济实力强弱和稳定性。其中，地区国内生产总

值、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当年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从国家、产业结

构和外资的层面全方位体现了城市经济实力，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从收入、就业两

个方面体现了经济的稳定性，而科学事业费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则体现了科研基建费用和其他

科研事业费的增加，从技术层面促进了经济的稳定

发展。

社会韧性可以用城市的长期应对能力与学习

能力来考量。社会韧性是城市系统通过对危机的

经验学习，从而在未来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或者减

灾手段，相比经济韧性，社会韧性考虑更多的是城

市长期表现，可以用城市的长期应对能力与学习能

力来度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比重和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从收入和人口结构层

面反映了城市适应不确定因素的灵活性和从危机

中学习的能力；当危机爆发时，对人员的救助和组

织是社会韧性的必要功能，而每万人拥有床位数、

表1 城市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层

城市韧性
评价指标

体系

目标层

经济韧性
（0.26614）

社会韧性
（0.24501）

生态韧性
（0.23753）

工程韧性
（0.25133）

领域层

经济实力
（0.16346）

经济稳定
（0.10267）

学习能力
（0.12396）

应对能力
（0.12105）

自调能力
（0.14003）

抗压能力
（0.09750）
疏散能力

（0.09347）
保障能力

（0.08510）
沟通能力

（0.07276）

指标层/单位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人）

科学事业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人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张
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人员占从业人员比/%
公园绿地面积/公顷

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用地面积比例/%
每平方千米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台
燃气普及率/%
人均生活用水量/（L/日/人）

移动电话用户数/户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

权重

0.03967
0.03881
0.04325
0.04173
0.04203
0.04247
0.01817
0.03600
0.04165
0.04631
0.04028
0.03759
0.04319
0.03449
0.04039
0.02757
0.03758
0.02754
0.03711
0.03285
0.04559
0.04788
0.03818
0.04693
0.03639
0.03637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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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以及公共管理与社会组

织人员占比，则从医疗、社保和管理层面直观地反

映了城市应对危机的能力。

生态韧性则表现为城市面临自然冲击时的调

节能力和面对人为冲击时的抗压能力。生态韧性

是用来提升城市系统应对不确定性、非线性的外来

冲击的能力，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可以用自我调节能力和抗压能力度量（Folke，
2006）。园林绿地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和建成区用地面积比例作为城市绿地

面积往往具备不可逆性，能够起到保持水土、调节

气候、净化大气和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而建成区

用地面积比例则体现了城市改进局部自组织性和

独立性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调节和维护城

市生态系统（修春亮等，2018）；每平方千米二氧化

硫排放量、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与工业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率则通过行为干预减小人类活动对

城市生态系统的干扰，体现了人为作用下生态的抗

压能力。

工程韧性则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应对灾

害冲击并快速恢复的能力，是城市面临危机的最直

观反映，可以用疏散、保障与沟通能力来衡量。人

均道路面积和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反映了城市

基础工程的疏散作用；燃气普及率和人均生活用水

量则反映了危机发生时城市对人员生活必需品的

供应和保障能力；而移动电话用户数和国际互联网

用户数则通过危机爆发后人员与外界联系的便捷

性来反映工程韧性的强度。

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各城市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7—2020年

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等，对于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首先对所得数据进行归一化和标准化处理。

由于标准化处理后数据会出现 0值，为了计算的简

便，本文通过对等式右边加 1进行平移处理。正向

指标处理方法如式（1）所示，逆向指标处理方法如

式（2）所示。

x-ij=（xij-min（xij））/（max（xij）-min（xij））+1 （1）
x-ij=（max（xij）-xij）/（max（xij）-min（xij））+1 （2）
为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采取改进的熵权

法确定城市韧性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针

对m个对象，n项评价指标，以 xij表示第 i个对象的

第 j项指标，则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j、冗余度dj和权重

wj分别如式（3）、式（4）与式（5）所示。

ej=-（ln m）-1∑m
i=1（pij ln pij） （3）

第 j项的信息熵冗余度为：

dj=1-ej （4）
各项指标的权重为：

wj=dj/∑n
j=1（1-ej） （5）

其中，pij表示第 i个对象的指标值在第 j项指标

中所占比重，即 pij=x-ij /∑m
i-1/ x-ij）。因此，本文可以得

到城市韧性指数为：

RESi=∑w
j-1wj xij （6）

4.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借鉴既有研究对城市韧性影响因素的论述，市

场潜力（申玉铭、张云，2006）、开放性（陈明星等，

2009）、技术水平（王俊松，2013）、政府控制（李彤

玥，2017）和产业结构（徐圆、张林玲，2019）是城市

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市场潜力、开

放性、技术水平、政府控制和产业结构5个方面甄选

出与城市韧性高度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即定

义为市场力、外向力、创新力、行政力和产业力。

城市韧性具有空间关联性和动态变化的特

征，并且考虑到普通的计量模型会忽视空间相关

性，从而造成回归结果的偏误，故本文选用空间计

量模型。鉴于空间杜宾模型（SDM）不仅能识别变

量间的空间相互关系，其模型结构具有被解释变

量与解释变量同时纳入考察范围的优势，因此，本

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

性的影响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模型设定

如下：

RESit=α+ ρWijRESit+λ1GOVit+λ2FDIit+λ3MARit+
λ4INSit+λ5TECit+γXit+θ1WijGOVit+θ2WijFDIit+θ3WijMARit+
θ4WijINSit+θ5WijTECit+θ6WijXit+μi+vi+εit （7）

其中，W为 28×28阶的空间权重矩阵；ρ为内生

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λ和γ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的回归系数；θ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的

回归系数，衡量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对本市的影响

程度；X为控制变量；α、μi、vi、εit分别为常数项、空间

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韧性（RES），该指标采用熵

值法计算得到；解释变量包括：行政力（GOV）表示

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外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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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采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衡量，市场力

（MAR）采用人均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衡量，产业力

（INS）表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第二产业就业人

数比值，创新力（TEC）采用专利申请受理数衡量；

控制变量包括：金融规模（FIE）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

项借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衡量，消费潜

力（SAV）采用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衡量。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实证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

水平测算结果，进一步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

性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等级特征，并运用空

间杜宾模型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影响

因素。

1.城市韧性的时间演变趋势

图1报告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所辖城市群城市

韧性的时间演变特征。在考察期内，长江中游城市

群城市韧性水平波动较小且呈现波动上升的特征，

这表明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范围内城市韧性水

平总体趋于均衡且差距逐渐缩小。其中，长株潭城

市群城市韧性水平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环鄱阳湖城

市群城市韧性水平自2010年后与整体水平持平，而

武汉城市群总体上低于整体水平。进一步观察发

现，辖区内城市群城市韧性存在较为剧烈的波动，

尤其是在 2008年之后。可能的原因在于，2008年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市场需求萎缩，进出

口贸易遭遇“滑铁卢”，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流

域“黄金水带”的核心区域，危机的爆发势必会对流

域内城市韧性造成强烈的冲击，导致区域城市韧性

锐降。其中，武汉城市群遭受的冲击更为严重，这

与武汉位于汉江与长江干流交汇处的交通要塞地

理位置密不可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在

2010年下降到最低，可能的原因在于，2010年长江

流域较大洪水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011—2014年，经济发展总体上开始回暖并保持稳

步增长的趋势，城市系统逐步恢复到原有水平，城

市韧性缓慢提升。随着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

展规划》的实施，长江中游城市群得益于政策便利

和自身优势，城市韧性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所

辖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与整体发展保持同步。

2.城市韧性的空间局部等级特征

从上述分析可知，城市韧性的冲击很大程度

上来自于外部，其城市系统的恢复更多来自其内

部各个分系统的支持和政策支持，为了更为系统

地考察城市群城市韧性发展水平，本文将对考察

范围内城市的韧性进行级别划分。从图 2可以看

出，三个城市群城市韧性等级结构均呈现出“单核

心＋边缘城市”的空间结构。长株潭城市群和环

鄱阳湖城市群呈现“椭圆形”层级结构，而武汉城

市群则呈现出“正三角形”层级结构，并且武汉城

市群内城市韧性水平显示出更大的差距。长株潭

城市群内城市韧性均在中低韧性以上水平，而且

相比于武汉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其韧性结

构更加合理。进一步观察发现，三个城市群的共

同特征表现为以省会城市为驱动核心。可能的原

（年份）

图1 2006—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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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省会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

心，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

社会发展，都具备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城市韧性

发展水平更高。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城市韧性差

距的缩小是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均衡发展的关

键，而长沙、武汉和南昌作为三大城市群的“排头

兵”，凭借着完善的城市功能及产业的联动发展，

使其经济发展处于高速轨道，质量结构效益处于

区域领先水平，因此在提升城市群韧性水平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城市韧性的空间全局相关特征

为更好地考察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空

间相互关系，本文采用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

GDP差值倒数空间权重矩阵对考察区内城市韧性

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以反映空间相互关系在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可靠性②。在考察期内，长

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基本上通过了 10%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这说明城市韧性在地域空间

分布上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即韧性水平

相似的城市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俱乐部”趋

势。通过观察莫兰指数的系数发现，其数值较低且

呈现“正U形”变化特征，莫兰指数值在2008年之后

存在较为剧烈的波动，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城

市集聚趋势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弱，之后虽呈现上升

的趋势，但进程缓慢，即空间分布虽存在一定集聚

但整体趋势较弱。

4.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城市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

特征。此外，本文采用了 LM（error）test和 LM（lag）
test，以及RobustLM（error）test和RobustLM（lag）test法
对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两个模型进行检验③。在经

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其中 3个检验参数通

过了1%或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单纯采

用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两个模型估计出来的结果

可能存在误差。鉴于此，本文采用空间杜宾对计量

模型进行估计，并引入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进

行比较分析④。估计结果显示，空间滞后、空间误差

和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分别为0.2376、
0.2028和0.2133，且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这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存在正向空间

溢出效应。通过分析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可知，行

政力、外向力、市场力、产业力和金融规模对长江中

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鉴于

系数值并不能更全面反映相关因素对城市韧性的

全部影响，本文进一步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获得各个

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

应（见表2）。
由表 2可知，行政力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通

过了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间接效应不显著

且为负。这表明，行政力的增强能有效提高本地城

市韧性，但对邻近城市的溢出效应较弱。一方面，

由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韧性普遍处于中低水

平，城市间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基础设施仍

不完善，扩大财政资金扶持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有效

的政府调控提供便利，但财政支出的扩大更多的是

被本地吸收，对邻近城市的影响十分有限，难以惠

图2 长江中游城市群所辖28个城市韧性的等级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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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GOV

FDI

MAR

INS

TEC

FIE

SAV

直接效应

0.1512***
（2.87）
0.4281***
（3.23）
0.0456***
（5.49）
0.0061**
（2.29）
0.0003
（0.87）
0.0122**
（2.04）
-0.0121
（-1.21）

间接效应

-0.0469
（-0.59）
-0.0255
（-0.08）
0.0260**
（2.52）
0.0157
（1.24）
0.0001
（0.29）
-0.0069
（-1.40）
0.0101
（0.39）

总效应

0.1043**
（2.28）
0.4056
（1.14）
0.0716***
（2.96）
0.0218**
（2.25）
0.0004
（0.57）
0.0053*
（1.82）
-0.0019
（-0.07）

表2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注:*p<0.1，**p<0.05，***p<0.01。
及周边地区，甚至对邻近城市的财政分配产生“挤

出效应”；另一方面，基于外部性和“免费搭便车”理

论，消费的激励和生态的防护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

完成，而公共服务的空间不均衡特征也间接影响到

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迫切需要扩大财政规模并发

挥均衡化思维模式，多角度提高城市韧性程度。

外向力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其原因可能是，

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拥有一定的技术领先

优势，外商投资的增加在弥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资金不足的同时，还能为其带来先进的技术手段和

管理经验，从而增强了城市抵御风险的经济实力和

应对危机的能力。但是从研究结果来看，外向力对

邻近城市韧性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为负，这

一结果可以用负面的“竞争效应”来予以解释：鉴于

外商投资增加能带来经济实力的增长，城市之间在

吸引外来企业落户的政策和经济方面上可能存在

不良竞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对周边城市的发展造

成了不良影响。

市场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通过

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市场力不仅能

增强本地城市韧性，还对邻近城市韧性存在显著的

促进作用。相比于其他经济指标，消费不仅是经济

活力和社会稳定性的表现，还是展现城市发展实力

的硬性指标。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说，消费的扩

大，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使政府有更多的资金投

入市政建设，还会催生新的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换代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从而增强城市抵御风

险的能力。另外，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战略

的部署，城市群内部同城化趋势加快，市场逐步走

向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跨

区域流动，进而扩大了消费增加带来的一系列经济

连锁效应。

产业力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正，但间接

效应不显著，创新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

应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产业结构

的升级相比于技术能力的增强更能提高长江中游

城市群的城市韧性，但二者间接效应却并不理想。

以上结论蕴含较强的政策含义：一方面，在产业结

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趋于饱

和，西部地区发展存在诸多短板，中部地区显然成

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产业转移带来更

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城市韧性的增强提供了必要条

件。然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域面较广，区域内发展水

平差异大，导致城市间存在着区域规划对接机制不

健全、产业合作松散、比较优势不突出等问题，从而

使产业辐射效应较弱，比如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

江西和湖南优势不足，而湖北则优势明显，这就导

致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吸收消化能力和技术创新

能力弱等问题。

从控制变量上来看，金融规模对经济韧性增

长的直接和总效应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不显著

为负。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

金融发展的滞后性以及相对保守的消费观念会导

致金融运转效率降低，影响金融机构借贷规模，进

而弱化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消费潜力对城市韧

性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人均储蓄的

增加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消费信心，但是并

未直接形成购买力，从而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作用

有限。

5.分城市群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城市韧性

的发展差异，本文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划分为武汉城

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三个城市

群，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将各因素影响城市韧性的

效应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见表3）。
根据表 3的回归结果，行政力对三个城市群的

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对长株潭城市群的间接效应

不显著且为负。这说明政府通过扩大支出规模来

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对城市韧性提

高存在较好的效果。对于长株潭城市群而言，政府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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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的提高虽对自身城市韧性增强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但却会抑制邻近城市韧性的提高，原因

可能是长株潭城市群存在财政投入不足、一体化制

度供给较弱、沟通协调能力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

财政支出在城市群内部分布不均，随着财政规模的

扩大，其差距也越来越大。

外向力和创新力对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

群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但存在正向影响，二者对

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城市韧性则存在阻碍作用。这

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环

鄱阳湖城市群在对外开放性和技术创新方面远不

及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从而导致对技术的

吸收转化能力较弱，外商投资对本地企业造成了强

烈的挤出效应。外向力对武汉城市群城市韧性的

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正是武汉城市群内部存在的

负面竞争效应所致。

市场力对三个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直接效应均

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扩大消费不仅能起

到刺激经济、增强区域经济实力的作用，还是提高

城市韧性的有效手段。需要指出的是，市场力对环

鄱阳湖城市群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表明市场力

对邻近城市韧性的提高存在不利影响，这一结论从

消费能力的视角进一步验证了环鄱阳湖城市群内

各城市融合发展不够、一体化水平较低的发展问

题，从而弱化了城市韧性。

产业力对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的直接

效应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但

环鄱阳湖城市群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产

业力对三个城市群自身城市韧性均存在正向影响；

从间接效应看，产业力对武汉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则

存在负面效应。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武汉城市

群“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结构特点使区域内大小

城市产业齐全，尽管短时间内对本地经济存在带动

作用，但长期来看，会导致产业同构、比较优势不突

出和专业化程度较低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区域经

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南昌作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

核心增长极，其经济实力与武汉和长沙有较大差

距，以中部制造业城市为定位的南昌与其他城市之

间缺乏有效的制度对接、市场对接和机制对接，产

业布局同质化严重，造成城市之间竞争激烈，难以

发挥对邻近城市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从控制变量

的估计结果发现，提高消费能力、完善金融基础设

施与拓宽融资渠道仍然是提高城市韧性的有效

手段。

6.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城市群城市韧性影响因素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构建GDP差值倒数空间

权重矩阵来替代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上

述实证结果进行再检验。回归结果表明⑤，稳健性

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最大的区别在于，某些变

量系数和空间外溢系数及其显著性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或降低，但估计结果与上文的研究结论基本

解释
变量

GOV

FDI

MAR

INS

TEC

FIE

SAV

武汉城市群

直接效应

0.2482**
（2.29）
0.2216
（1.08）
0.1102***
（5.98）
0.0367***
（6.06）
0.0001
（1.50）
0.0272***
（4.07）
-0.0126
（-0.80）

间接效应

0.2354*
（1.72）
-0.7786**
（-2.01）
0.0563
（1.55）
-0.0174*
（-1.92）
0.0016
（1.34）

-0.0399***
（-2.79）
0.0106
（0.31）

总效应

0.4836*
（1.89）
-0.5570
（-1.34）
0.1665***
（4.21）
0.0193
（1.03）
0.0017*
（1.80）
-0.0127
（-1.02）
-0.0020
（-0.07）

长株潭城市群

直接效应

0.1943***
（2.57）
0.4804
（1.23）
0.0552***
（3.78）
0.0370***
（3.62）
0.0008
（1.47）
-0.0164*
（-1.65）
-0.0179
（-1.19）

间接效应

-0.0667
（-0.52）
0.1947
（0.36）
-0.0164
（-0.60）
0.0501**
（2.24）
0.0003
（0.29）
-0.0448*
（-1.71）
0.1282***
（2.77）

总效应

0.1276
（0.92）
0.6751
（1.05）
0.0388**
（2.02）
0.0871***
（3.39）
0.0011
（0.43）
-0.0611**
（-2.15）
0.1103**
（2.41）

环鄱阳湖城市群

直接效应

0.2284**
（2.24）
-0.2195
（-0.84）
0.0723***
（3.55）
0.0051
（1.59）
-0.0001
（-0.16）
-0.0064
（-1.22）
0.0037
（0.22）

间接效应

0.1629
（0.93）
1.1781*
（1.78）

-0.1827***
（-4.29）
-0.0096
（-1.13）
0.0006
（0.26）
-0.0017
（-0.04）
0.0051
（0.10）

总效应

0.3913*
（1.92）
0.9586
（1.15）
-0.1104**
（-2.18）
-0.0045
（-0.49）
0.0005
（0.30）
-0.0080
（-0.55）
0.0088
（0.16）

表3 分城市群空间杜宾模型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注:*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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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说明上文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经济韧性的

影响效应是可靠和稳健的。

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路径选择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呈现波动上升的趋

势，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武汉城市群、长株

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发展差异性特征明

显，那么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必然有不同的战略

选择，其提升城市韧性的路径也大相径庭。基于以

上实证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提升可从

以下方面着力。

1.顺应发展规律，加强空间互动

第一，在充分把握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基础上，

发挥城市的比较优势，聚焦城市间内生合作动力，

避免出现城市“摊大饼”的过度集聚和“集聚阴影”

效应，从而降低风险爆发的链式反应和放大效应，

提高城市群应对突发性、系统性重大风险的能力。

第二，完善人才激励和流动机制，搭建人才共享平

台，降低就业信息不对称。例如，武汉、长沙和南昌

应充分发挥人才的外溢效应，通过打破教育壁垒和

地方保护主义来推动人才和技术的流动，完善信息

合作共享机制和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发挥城市群核

心城市的辐射和外溢效应。非核心城市则应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人才薪酬管理，增强吸引人才

和吸收转化技术的能力，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

力，从而增强区域协调性和韧性。

2.推动市场潜力释放，提高市场活跃度

经济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是韧性城市

建设的关键。第一，在消费市场层面，要不断拓展

市场消费渠道，发挥电商网购和在线服务等商业模

式的作用，推动线上线下消费优势互补。第二，在

产业市场层面，要逐步推进有序开放，营造和谐的

外资市场环境，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外资利用，避免

完全放开外资进入对本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挤出效

应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带来的环境破坏。第

三，在金融市场层面，要建立健全金融发展体系，释

放金融市场活力。通过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尤其是

金融监管制度、信息、风险预警与合作的操作系统

体系，增强消费者信心并引导树立正确的金融观。

第四，在公共财政方面，要扩大财政规模并发挥均

衡化思维模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多角度提高

城市韧性程度，从而提高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

3.加强群内合作，促进资源共享

通过减少要素区域流动障碍，给要素市场“松

绑”，促进各类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加快构建城市韧

性协同治理机制，破除“一亩三分地”式思维，从而

提高区域抗风险能力。第一，在制度层面，要不断

推进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跨省、跨市

和跨县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和要素流动成本的最小

化。第二，在文化层面，要不断推动域内文化交流

与沟通，提升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从而增强区

域文化认同。第三，在技术层面，要推动区域技术

互通和互认机制，强化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

要素保障，推动区域技术创新从“点式突破”向“链

式创新”转变，构筑区域创新高地和产学研创新

平台。

4.加快生态修复，构筑生态屏障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位开发重要性和生态敏

感性导致域内面临着严峻的污染、气候和生物多样

性等问题。因此，区域内各城市应积极构建“生态

共同体”，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转型—个人参与”

的三位一体保护机制，从而强化汉江、湘江和赣江等

流域治理。第一，在政府层面上，各城市应积极构建

生态环境跨省合作机制和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

定期对区域内生态建设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协商，统

筹优化产业布局，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产业结

构升级和产业链现代化。第二，在企业层面上，各企

业应着力肩负起社会责任，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改

造，依托政策引导，实现产品的绿色化、智能化、高端

化和服务化。第三，在个人层面上，各城市应积极提

高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基层群众参与社区环境

治理的能动性，从而强化基层的监督功能。

5.完善软硬设施，加强风险联防联控

第一，依托数字技术应用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交通物流、能源供应、通信保障等应急处

理能力，提高城市之间互帮互助的应急反应能力，

从而降低不确定风险对城市冲击造成的损失。第

二，以技术创新支持智慧城市的韧性提升，提高城

市问题解决的智慧化、精准化和合作化，借助先进

智能技术，提高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抗风险

能力和自愈能力。第三，依托沿江航运网和沿江物

流网完善产业链并建设特色产业带，实现三省跨界

产业合作一体化，推动沿江港口协同发展和一体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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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从而完善相关产业配套设施，中部地区作为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其基础设施的完善

势必会放大产业转移带来更完备的产业体系对城

市韧性增强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构建包含26项指标的城市韧性评价体系，

并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所辖 28个城市 2006—2019
年的统计数据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时空

演变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经

济地理距离为空间权重矩阵，运用解释力更强的空

间杜宾面板模型考察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所辖城

市群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所得研究结论显示：

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

动性”增长趋势，整体城市韧性水平趋于均衡且差

距逐渐缩小。通过观察其所辖城市群城市韧性趋

势发现，长株潭城市群城市韧性最高，环鄱阳湖城

市群次之，而武汉城市群韧性最低且波动最大。

第二，从空间层级结构上看，长株潭城市群、环

鄱阳湖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均为“单核心+边缘城

市”的空间结构，不同的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

湖城市群呈现“椭圆形”层级结构且前者结构更加

合理，武汉城市群呈现出“正三角形”层级结构，并

且城市群内城市韧性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从空间特征上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

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而且韧性水平

相似的城市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俱乐部”

趋势。

第四，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韧性影响因素来

看，行政力、外向力、市场力和产业力对本地区均存

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市场力对邻近地区城市韧

性的提高存在更强的外溢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

行政力和市场力对三个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直接效

应显著为正，但产业力和市场力分别对武汉城市群

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

“十四五”时期，长江中游城市群支撑长江经

济带发展、中部崛起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和重要性显著增强，而提升城市韧性是实现长江

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湖

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应突出彰显各自的优势和特

色，发挥核心城市的“排头兵”作用，打造全国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与竞

争力的重要城市群；另一方面，核心城市应有效利

用创新技术和政策，在实现自身经济协调发展、基

础设施维护、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维护的基

础上，对周边城市提供技术与经验支持，从而实现

城市群整体韧性水平的提升。因此，长江中游城

市群应加快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提高信息的共享、

交换和整合能力，加快域内城市群的交流与协作，

从而加快韧性城市建设。

注释

①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有长株潭城市群（包含长沙、株洲、

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环鄱阳湖城市群（包含

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吉

安）、武汉城市群（包含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

襄阳、宜昌、荆州、荆门）。②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莫兰指

数的估计结果，备索。③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模型选择的

检验结果，备索。④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经济地理距离矩

阵下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备索。⑤限于篇幅，文中未

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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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Urban Resilie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Yu Binbin Guo D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06 to 2019, a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n urban resilience is constructed, the urban resilience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and then the Spatial Dubin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resilience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shows a“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and gradually tends to be balanced, with the highest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followed by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round Poyang Lake, and the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the lowest and most
fluctuating.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all present a spatial structure of“single core + marginal citi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Changzhutan and Poyang Lake urban
agglomerations present an“elliptical”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the former structure is more reasonable, while the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presents a“positive triangle”hierarchy and its internal urban resilience level is larg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cities with similar levels of resilience have a clear spatial trend of“agglomeration clubs”.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lience, administrative, market and industrial forces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silien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among which administrativ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and market forces have certain spillover effects.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Resilience; Evaluation System; Spatial
Du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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